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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檀学文  杜志雄 

 

一、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渔业资源衰退。 

我国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渔业资源过度捕捞，海洋污染对生物资源

的危害，海滩围垦破坏，水利和海洋工程对生境的破坏是我国渔业资源衰退的四大主要原因。 

1、海洋捕捞渔业。海洋捕捞业的主要资源是海产品的种质资源。海产品种质资源衰退的

主要表现，一是传统优质经济鱼类相继衰竭，处于食物链较高层次的优质经济鱼类越来越少，

经济价值较低的鱼类、虾蟹类上升为主要渔获种类；二是由于传统优质经济鱼类的小型化、

低龄化，加上进一步开发利用中、上层小型鱼类，致使经济种类种群补充严重不足，最大渔

获量急剧下降。我国早期的渔业口号是“增船增网、多捞多捕”，捕捞能力的迅速膨胀导致我

国海洋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197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海洋渔业资源首先是黄渤海告急，

东海紧随其后，带鱼、黄鱼、鲳鱼等传统经济鱼类数量锐减，有的已经处于衰竭状态。南海

作为我国最大的鱼类产区之一，近年来六大渔汛已经相继消失。浙江省许多渔场的当家品种

形不成渔汛，种群结构恶化；近海和江河入海处鱼、虾、蟹类洄游、栖息和产卵繁育幼体的

天然场所遭到破坏。 

2、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包括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它们的主要资源除种质资源外，还

包括养殖水体资源。这里，我们把各种污染源对渔业的污染和渔业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区分开

来，将前者视为渔业资源的损耗，将后者视为渔业对环境的外部影响。 

关于海水养殖的种质资源，我国海洋养殖的主要种类尚无优良品种，多数养殖对象完全

依赖野生亲代或自然苗种，养殖动物个体越来越小，抗病力越来越差。在淡水养殖中，水产

养殖的种群混杂导致种质退化，由于急功近利，繁殖亲本小型化屡见不鲜。典型的例子包括

银鲫采用“只生一胎”的方式繁殖后代，以及中华绒毛蟹由于种质混杂而导致种质退化等。

主要养殖种类的良种选择进展缓慢，目前仍以野生种为主，而且遗传改良率低。 

养殖业资源衰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养殖水体生态环境恶化，养殖成本和难度加大，病

害发生频繁。污染的来源既有外源污染，如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的排放，也有来自于养殖

业自身的因素。 

环境污染对我国渔业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危害。我国人口稠密地区的水域绝大部分都富营

养化，例如全国有水质监测的 1200多条河流中，有 850条受到污染。特别是在大中城市的郊

区，养殖水域污染日趋的严重，例如全国著名的池塘养鱼高产区——无锡河厥口的池塘养鱼

业，因为梁溪河严重污染等原因而正逐步萎缩。海洋方面，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经过江河进入海洋，与船舶排污、疏浚物倾倒、海洋倾废、船舶泄露等污染源一起，导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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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海域尤其是河口区和半封闭港湾的有机污染严重，富营养化程度加剧。自 1997年以来，我

国海域多次发生规模巨大，毒性极强的赤潮对我国的海水养殖业造成的巨大的损失。 

水产养殖业环境恶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养殖业自身。由于一味追求高密度和高

产量，饲料等养殖投入品大量增加，而养殖污水不经任何处理随意排放，从而造成局部特定

水域环境污染。养殖户每天投喂给鱼、虾的饲料约有 30%无法利用，沉积到水底，使水中的

氨氮、硫化氰含量大增，造成水质富营养化；抗生药物的滥用则会引发药物残留污染问题。

加上养殖品种自身的排泄物，经过大量沉积，进而引发了各种养殖疾病。一般认为，网箱养

殖产生的污染最为严重，一些老的网箱养殖区，其底部的污染沉积物大多已在 2 米以上，使

得养殖区内的水体严重富营养化。北京的密云水库曾经发展网箱养殖鲤鱼，亩产在两万公斤

以上，经济效益可观。但是其后果是导致水库水质转肥，其氨态氮增加了 7.3倍，活性磷酸盐

增加了 10.3 倍，不得不禁止网箱养鱼，改为限期捕捞。水域的过度开发还会致使原有的水草

资源破坏，使“草型湖泊”转变为“藻型湖泊”。例如，阳澄湖原来水草的覆盖率很高，水质

清晰。而现在阳澄湖围栏养蟹，全湖布满网围，水草稀少，水质混浊，闻名全国的阳澄湖清

水大闸蟹的命运令人担忧。养殖业污染除了构成环境污染的一部分外，更直接地构成了对以

后养殖业的威胁，既加重了病害发生的严重程度，也严重削弱了养殖水体的生产能力。 

（二）导致环境恶化。 

渔业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自养殖业，除了对养殖水体自身环境的影响外，也已经对养殖

水体范围之外的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养殖业的一种负的外部效应。养殖一吨

淡水鱼，产生的粪便相当于 20头肥猪的粪便量，在网箱养殖条件下危害尤为严重，污水处理

代价极高。虽然海洋是一个开放系统，但人类过度开发海水养殖居然已经大大超过了海水的

自净能力。例如沿海的养虾业，生产一吨虾大约需要投饲料 3-5吨，相当于蛋白质 1-1.3吨，

但回收量仅仅 0.1-0.13吨。海水养殖业污染助长了赤潮的生成，赤潮可以破坏海域水体二氧化

碳的平衡体系,使得水体的碱性增加；许多赤潮生物体内含有毒素，一些海洋动物可能在摄食

了这些赤潮生物后就中毒而死；赤潮生物的恶性循环会使水体经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产生

大量的硫化氢等气体，使水体变得恶臭，俗称“臭水”。目前在我国有些封闭性较强的内湾，

已经出现这种现象。海水养殖对近岸海洋生物的影响是：种群被人工强化，干扰自然多样化

的种群；逃逸的鱼类等可能干扰种群，携带疾病。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西洋鲑鱼逃逸后与野生

鲑鱼杂交产生的变种鱼类使缅因湾和芬迪湾野生鲑鱼有灭绝的危险。大面积的养殖业破坏滩

涂，损害红树林等生态系统，使许多海洋生物失去了栖息、洄游和觅食场地。 

（三）水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 

1、水产品安全堪忧。在国内，市场抽查表明，不少水产品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超标，

居民食用受污染或经有毒、有害物质加工过的水产品而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上海甲肝大

流行、吃河豚中毒或死亡等都与水产品的安全性息息相关。当前我国水产品质量存在的突出

问题主要表现在抗生素类、激素、药物、重金属等的残留问题以及微生物、甲醛等指标的超

标现象。如甲鱼一般是在含抗生素、硫酸铜的药液中长大；高位池养虾，从放苗到收获都在

用药；为了保持水产品有好的外观，一些运输户将出水后的水产品放入氯霉素药液中浸泡，

致使药物残留严重。水发水产品普遍存在、挥发性盐基氮超标、碱性超标、重金属汞超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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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重金属的残留问题更为严重，几乎所有的水产品对水中的毒物都有蓄积能力，汞、镉、

铜、锌、铅、砷等有害物质都会通过水产品的蓄积而危害人体健康。致病生物、微生物是水

产品质量安全的另一方面。某些鱼类可能有异尖线虫寄生；华支睾吸虫的囊蚴及肺吸虫寄生

于虾蟹。同时致病微生物也可以在水产品体内富集，例如甲肝病毒，即使在水环境内的密度

不大，毛蚶也可以把它富集起来。 

已报道的水生生物的病害有 400 多种，养殖的水产动物病害达 100 种以上，几乎所有的

养殖品种、养殖方式以及各个生产环节都有数种甚至十几种病害发生，全国每年发病面积占

养殖总面积约 20%，每年因病害造成的损失高达 100亿元左右。由于如此严重的病害的存在，

生产过程中容易发生过度用药、不按规定用药和使用违禁药物（包括抗生素、激素等）的现

象，以控制疫病和提高产量。加工和运输的过程还会造成水产品的二次污染，例如储藏器没

有清洗干净而在药物和产品之间混用，更严重、更普遍的现象是运销者通过添加违禁药物而

保持水产品的外观、色泽或延长其保质期、缩短加工周期等，如氯霉素、氢氧化钠等。 

2、水产品品质下降。目前中国的水产品市场供应越来越丰富，但人们普遍感觉现在的鱼

虾“越来越没味道”，吃起来肉质疏松，过于膘肥，口味平淡，有的还存有异味，这其实意味

着水产品食用品质的下降。水产品品质包括其口味、色泽和营养等。水产品品质的下降主要

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亲繁殖和种质混杂导致优良性状的丧失；二是过分追求养殖规

模，养殖技术应用不合理，偏离了养殖品种的自然生长环境；三是水质污染也会导致水产品

质量下降。对于捕捞产品，由于高档产品数量的减少和低档产品数量的增加以及捕获产品的

年轻化，其总体质量水平下降。水产品品质下降目前还难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表明这

个问题还没有引起管理层和研究领域的注意。 

（四）国际问题 

1、国际渔业资源利用。中国远洋渔业开始于 1985 年，当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

赴西非海岸从事远洋渔业作业。由于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消耗和生产能力的过剩，远洋渔业

在 1990年代以来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目前中国从事远洋渔业的企业近 90家，远洋渔船 1700

余艘，分布在 30余个国家专属经济区和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公海。2004年我国远洋渔业

总产量达 125万吨，产值近百亿元。 

远洋渔业是到别国专属经济区或公海从事海洋捕捞生产和其他渔业活动，其中小部分是

用大型船只在公海作业，对设施和资金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多数是以国际合作方式在他国的

专属经济区从事捕捞作业。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捕捞业必须获得该国政府的许可，并交纳

一定的入渔费和其它管理税费。尽管如此，由于远洋渔业利用的是他国的经济资源，作业场

所的划定和管理制度复杂，较为容易造成国际争端，即船只与所在国管理部门的争端与冲突。

中日、中韩、中印尼、中越之间都发生过多次纠纷，纠纷的原因包括渔船误闯禁入水域、作

业渔船证件不齐全或过期、渔船违反对方的管理制度等，也包括对未划界水域主权的争夺，

纠纷的形式包括驱赶、扣押、罚款、甚至炮击等，构成远洋渔业的巨大风险之一。 

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时间不长，虽然从长期看定是有利于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保

护，但在短期内却可能造成对渔业资源的进一步破坏。首先，中国与几个周边国家之间签署

双边渔业合作协定之后，各国都对己方经海域内的最大可捕量进行了限制，发给中国渔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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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的数量低于原先在该国水域作业的渔船数量，故而一部分远洋渔船必须撤回国内近海海

域从事作业，这会进一步加剧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趋势。其次，中国与韩国的双边渔业

协定规定了过渡期和过渡水域，随着过渡期的临近，中国渔船在韩方过渡水域加大捕捞力度，

已经造成该区域渔业资源的明显降低。第三，虽然《国际海洋公约》规定了各国对己国专属

经济区渔业资源保育的义务，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肆意发放捕

鱼许可证，造成该国水域渔业资源的迅速枯竭。例如在西非国家海岸作业的中国船队在数年

间已经明显感觉到捕捞产量的降低和品种的退化。 

2、国际贸易问题。中国是水产品国际贸易的大国，虽然水产品进出口总量占国内总产量

的比例不高，但是水产品贸易额的绝对值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我国农产品净出口的最主要顺

差项目。2004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 69亿美元，进口额 32亿美元，顺差 37亿美元，出口额

占全部农产品出口额的 25.6%。我国水产品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进料加工复出口为主，

95%的出口水产品的原料来自于进口，国内水产品用于加工出口的比例很低。这个特征可以从

我国水产品进出口的金额和数量上的差异体现出来，虽然我国水产品的出口额是进口额的 2

倍以上，但是出口量却要比进口量低 20%左右。我国进口的水产品主要是鱼粉，约占 1/3，将

近一半用于来进料加工，只有约 20%供国内消费。出口水产品则主要由高价值的深加工产品、

冻鱼及鱼片、甲壳类产品构成，如对虾、烤鳗、罗非鱼等。 

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士应用一个“食物里程”的概念，认为从节约运输费用和能源的角

度出发，应该发展当地的食品加工业。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贸易永远就是一个改进资源

配置的有效方式，无论什么样的贸易都是如此。中国企业选择在国内设立加工厂而不是在国

外产地加工，肯定是因为国内加工费用加上高昂的运输费用还是要比在国外设立加工厂的代

价要低。荷兰农业所采取的“进口-加工-再出口”的模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就是一个佐证。其

实这种观念所关心的是贸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这个问题来自于能源价格体系自身而不是哪

种生产模式，假设其存在的话。 

中国的水产品贸易结构得益于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产生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的

比较优势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进口国的抵制，加剧了由安全问题引起的、针对我国水产品的

国际贸易壁垒。世界上主要贸易大国都对我国水产品采取过贸易壁垒措施，这些措施都引起

了动辄以数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1995年-2000年间，日本市场已多次退回并销毁抗生素超标

的我国鳗鱼。2003年日本对我国鳗鱼加工品实施恩诺沙星药残检查，出口额降低 30%。1997

年我国出口贝类被欧盟检出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严重超标，从当年 7 月起禁止进口我国养殖

扇贝，直到 1999年下半年该问题才得到解决。2001年出口欧盟冻虾仁和部分大闸蟹检出氯霉

素残留，导致欧盟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动物源性食品，致使我国水产品及畜、禽产品的出口

贸易受到很大的损失。1999 年韩国对从我国进口的水产品质量提出质疑，有 427 吨被判定为

不合格产品。韩国对 2004年 1月份进口的中国产水产品进行检查时认定其中的 381吨（占总

量 1.2%）不合格，给予全部退回或废弃的处理。这些贸易壁垒，部分地是由于贸易保护的原

因、甚至贸易规则自身的缺陷所引起的，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来自于我国水产品自身的不安全

因素，反映了国内生产中存在的污染和残留问题。 

二、资源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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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可以概括为渔业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以及

水产品的不安全性三个方面，其中第三个方面又部分地与前两个问题有关。可以看出，这些

问题与其它农业部门存在的问题是类似的；而且如果不考虑食品安全问题，渔业部门面临的

问题与其它涉及可耗竭自然资源利用的产业部门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因此可以说所有直接以

自然资源为生产对象的产业部门都存在着类似的困境。 

可以用经济学上已经成熟的以公共物品的产权特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上述现象。

根据经济学的定义，公共物品是那些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使用上的非排他性的物品的通

称，其依据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组合以及是否具有拥挤性而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具有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且可能产生拥挤的物品被称为“有消费外部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具有非

竞争性和可排他性的物品被称为“过路费物品”，具有竞争性和非排它性、且可能产生拥挤的

物品被称为“自由进入的公共财资源”（俗称公共池塘资源）。产权经济学认为，完整的产权

包括使用的排他性、收入的独享性以及可自由转让性，否则产权即为残缺的。只有在交易双

方的权利得到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双方才有可能通过协商而找寻到各自利益损失最小化的合

约安排。公共物品的产权既不完整，又往往不能得到明确界定，因此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

是外部性问题，二是不合理定价问题。 

外部性是指某一行为，无论是生产行为还是消费行为，给他人所施加的附属性的、非自

愿性、非交易性的影响，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外部性导致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

本、或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的不一致，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从而使经济均衡偏离帕

累托最优状态。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由生产或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它通过非市场机制

使用了公共资源而没有支付费用，造成对环境资源的滥用和破坏。共公资源在进行经济利用

时，往往还存在价格偏低的情况，这个推论是从公共资源往往容易枯竭的现象得出的。自然

资源是国家财富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无论采取何种产权形式，国家往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收取很低的资源税。经济活动使用资源的成本只是资源开采、开发和运输的费用，丝毫没有

考虑到资源自身再生产的成本。由于价格偏低，公共资源会被过度开采；由于再生产的受益

人难以界定，共公资源缺乏再生产投资的激励。 

几乎所有渔业生产形式所需的自然资源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共物品。我国的渔业资源

包括了公共产权的三种形式：（1）一般意义上的共有产权，如国际公海；（2）国家产权，如

各国的领海、领海线外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3）一定范围内的公共所有和私人使用的产

权，如海水养殖渔场以及内陆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的水面和滩涂等。这三种产权形式都不具

备完整产权的特征，即它们的产权都是残缺的，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外部性问题和过度利用

问题。 

公海是真正的公共资源，具备非排它性和竞争性，但没有拥挤性，不需要进入许可，也

不需支付费用，这就是远洋渔业中的大洋性渔业。远洋渔业远离大陆，作业成本很高，而且

自然风险较大，所以目前还不是渔业的主体类型。预计随着近海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远洋渔

业成本的降低，远洋渔业的比重将趋于上升，它所遇到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将逐渐体现出来。

领海内和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向国内渔民开放，是与公海类似的公共池

塘资源，但具有拥挤性，容易造成资源衰竭。只要国家收费达不到能够维持渔业资源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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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渔民的渔获量就会大于可持续的渔获量。我国的海洋渔业作业能力绝大部分都集中

在 80米水深的近海，这是对近海渔业资源的极大威胁。对于水产养殖业而言，渔场资源和农

业用地一样，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个人承包经营。在承包期内，渔场资源具有使用的排它

性和收益的独享性，但基本不具备可转让性，且承包期不稳定，因此其产权是残缺的，超负

荷的利用和不需负责的废弃物排放不可避免。虽然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被延长到 30年，稳定

了农民对长期投资收益的预期，但过去 20年来渔业经营中的短期行为已经为养殖业的进一步

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尤其是养殖水体的淤积、富营养化以及病害泛滥等问题。 

我国现行渔业公共政策的设计基本体现了上述思路，对渔业资源管理采取了价格机制和

计划机制相结合的手段，尤其是对具有非排它性的近海渔业资源采取了计划控制措施。我国

的渔业公共政策按照其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

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前面已经分析过，此类收费不可能高到可以实现资源再生产的

程度。第二，捕捞能力控制，包括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渔船数量与马力指标控制，渔船强制

报废制度等。第三，入渔权的控制和分配，主要是捕捞许可证管理制度以及专项捕捞特许证

制度。第四，渔业资源修复和培育，主要手段包括海洋伏季休渔和长江春季禁渔制度，渔业

资源增殖放流措施，海洋农场和海洋牧场建设等。第五，污染治理与食品安全，包括水域污

染和养殖污染治理，渔业药品和病害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第六，鼓励远洋渔业，

开发境外渔业资源。 

大量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渔业资源枯竭的态势，然而并不能确保我国渔业可

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首先，很多根本性的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如污染的治理机

制、养殖水体资源的产权属性等等。其次，很多看似针对根本的措施其实无法达到预定效果。

由于捕鱼权的短缺及其分配上的计划机制，必然产生黑市和其它变通手段，致使计划管理失

效。例如针对渔船数量与马力指标控制，很多地方渔民在得不到造船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变

相购买、新建捕捞渔船，手段众多，防不胜防，使渔船数量与马力的指标控制基本失效。而

专项捕捞特许证的计划分配则导致黑市交易。许可证的买卖只是一种“非法”的交易，倒不

至于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不过可能产生双边纠纷问题。此外，休渔和禁渔制度的尴尬已经

见怪不改。很多报道形容开捕后千船竞发，所有渔船象梳篦一样狂捕，捕捞强度迅速增加，

简直不给鱼类再生的机会。这样的话，除了可能改变一些当年渔获量的结构外，对以后渔业

资源的培育几乎没有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在威胁着渔业资源的

维护，如使用传统的捕捞工具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无证买船和捕鱼等。造

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渔民的人力资源和渔船资源具有资产专用性，一旦转业就相当

于沉没成本而严重贬值。因此只要收入高于捕捞的流动性支出，渔民就会选择留在捕捞业。

当然上述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渔业政策的失败，若不采取这些手段，资源枯竭的趋势恐会加

速到来。再次，用产权经济理论不能解决水产品的安全问题。不安全的产品照样是通过自愿

的市场交易进入百姓的餐桌，是消费者的需求维持了不安全产品的生产。 

即使按照产权理论的假设，对渔业资源的产权结构和激励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也不可能

解决渔业的问题。例如将养殖业的渔场资源全部私有化到个人，对于养殖业污染实施收费并

提高水资源的使用价格，对渔水产品质量安全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对近海捕捞的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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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许可证和分配捕捞配额，并严格监管，对渔民征收较高的资源增殖费等。这些措施除了

难以奏效外，显然会引起产量下降、价格上涨、大量的渔船闲置和渔民失业，引起市场的紊

乱和社会的不稳定，同样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这表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用更宽的视野来观察之，

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本源——需求方面。渔业与其它食品部门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存在

共性。一方面存在着资源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哈丁的《公共地的悲

剧》一文中有非常明确的阐述，本文将以世界和中国渔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为例进行说明。另

一方面本文认为这和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低水平物质循环与经济循环有关，下文将用需求

理论和食品的特性加以解释。这两个特征意味着渔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

期望得到解决，必须假以时日；另一方面渔业的发展需要紧密追踪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

期望着整个社会从低收入、低需求的不可持续发展进入高收入和高需求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三、需求方面的视角 

（一）需求增长与渔业结构调整。 

在国家层面上，对水产品需求的满足，除了依靠国内生产外，还可以用进出口来调剂供

给量和供给结构。中国的水产品进出口总量都很庞大，其中大部分进口的水产品都属于低端

的初级产品，用于加工出口，进口产品中用于国内消费的部分仅占 20%左右。发生这种现象

的原因在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技术和资本流动的障碍和成本降低，它们

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即使考虑到运输的费用，国际资本仍然存在很大的利润空

间。此外，中国的渔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与全球相同的趋势，但从海洋渔业向淡水渔业、

从捕捞业向养殖业的转变的幅度更大，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齐头并进，使我国从 1993年起就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水产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表 2）。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巨大的

人口以及劳动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过鉴于我国水产养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同

样非常严重，水产养殖并非是一剂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养殖部门问题的累积也会在日后体

现出来。 

（二）收入水平与需求特征。 

1、正常商品与高档商品。商品需求和消费者收入水平呈正相关。除劣等产品外，所有的

产品的需求都是在收入高的时候增加，在收入低的时候减少，即 D=D(Y)，其中 D为需求，Y

为收入。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时对整个产品需求层次也是偏低的，这可以

从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的经验数据获得验证而无

需太多疑义。这个基本原理可以解释在可持续的生产与不可持续的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的差

别。 

正常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有大小之分。必须品（普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奢侈

品（高档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即随着收入的增加，高档产品或奢侈品的需求会加速增

加，这是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信号。普通品与高档品除了指生活必须品与提高生活

质量的商品与服务之间的区别外，还可以指同一种产品的不同档次，例如普通手表与高档名

表、普通公寓与高档别墅、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的普通食品与绿色食品以及有机食品的区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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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收入阶段，对普通食品的需求比较大而对绿色和有机食品的需求比较低；随着居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对绿色和有机食品的需求将会较快地提高。 

另一方面，从生产的角度，同一产品的不同档次间的生产成本差别很大。档次越高的产

品的生产成本越大，这是必然的；而且由于技术的限制，随着档次的进一步提高，成本的增

加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性的，即加速增加，可以用 P=Q1+a，a>0 来表示，其中 Q 为产品的

质量或档次，P为其价格。这个假设虽然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验证，却符合直观的印象。 

2、双重折扣假说。劣质的农产品与优质农产品相比，其内在价值会打双重的折扣：一方

面，由于化肥、农药、土壤和灌溉水中有害物质残留的危害，农产品中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

成分，相当于一种需要打折扣的“负成分”；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依靠化学肥料或人工配合饲

料、甚至添加剂的使用，很多农产品都是突破它们正常的生长周期而“速成”，导致产品的口

感和营养不佳，吃东西完全是为了满足肠胃蠕动的需要，需要再次“打折”。以公式表示就是：

P=p(1-α)(1-β)。假设品质不打折扣的优质产品的价值为 p，劣质产品的每一次折扣率为 20%，

则劣质产品的价值就仅相当于优质产品的 64%！ 

以水产品为例，从营养物质含量看，虽然目前还找不到有关水产品营养物质含量动态变

化的监测数据，但消费者反映的口味变差、肉质疏松、过于膘肥等问题其实就是品质退化的

表现。与此同时，水产品的有害物质残留和质量安全则一直是各群体，包括政府监管部门、

消费者以及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水产品中可能残存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包括抗生素、激素、

药物、重金属以及微生物、甲醛等。国内某市场水发水产品将近一半不合格，查出挥发性盐

基氮超标、pH值超标、重金属汞超标等严重问题。此类问题在全国各地市场均存在，令消费

者和管理者防不胜防。 

根据这两个假说，在我国当前的收入水平下，我国市场上对水产品的需求仍然以普通的

低端产品为主。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家庭人均收入在 1992-2003

年期间分别提高了 1.2 倍和 64%。尽管如此，我国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还比较低，2003 年上

述两个指标的现值分别为 8472元和 2622元。相应地，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37.1%

和 45.6%，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接近富裕状态，农村则仍处于小康阶段。在这种收入水平下，上

面提到的经过“双重折扣”的水产品虽然质量不高，但由于价格低廉仍然颇受欢迎。1994-2003

年，我国农村水产品消费收入弹性为 1.2，水产品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加速增加。但这并不表

明水产品的高档品属性，相反是由我国水产品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导致的。其实消费者并不是

不知道市场上的产品质量状况，大多数人之所以到农贸市场上去购买质量不放心的产品，只

是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价格。1994-2003年期间，我国农村水产品消费价格弹性由正转为

负，且均值为-0.46，表明水产品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常商品。1992-2003年，全国食品

价格指数提高了 94.6%，但水产品的价格指数只提高了 44.1%，而农村水产品的价格指数更只

是提高了 24.9%。水产品价格水平的稳定体现了渔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养殖业的结构效应，同

时恐怕也和渔业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即大量地消耗资源、大量地使用化学投入品和严重地

污染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尤其是农村的水产品价格指数更低，这要么因为农村水产品的质

量安全更缺乏保障，要么因为农村消费的水产品的品种档次要低于城市市场，总之是意味着

较低的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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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体系自身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可持续产品市场扩大的难度。超市

和专买店里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一方面价格昂贵，另一方面也存在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

的“旧货市场”现象，很多消费者因莫辨真假而不愿认可。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消费条件和

市场环境下，其市场扩大的速度将会十分缓慢。对于水产品来说也是如此。由于收入方面以

及市场机制方面的原因，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低端、劣质水产品的庞大需求，需求方

面的力量将会延缓水产业质量改进的步伐，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也将延续。这种现象只能随

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改观。 

四、简要结论 

我国渔业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压力，由此导致的渔业资源的高强度利用和环境的污染将是

长期的，这个趋势不会因为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而在短期内有明显改观。由低收入水平引起

的产品需求层次的低级化也是助长中国渔业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渔业部

门的可持续发展是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将无所作为。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如控制捕捞能力、培

育渔业资源、水产品市场监测等，都是迫切需要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些手段的恰当实施

以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如尽快实现过剩渔业捕捞能力的转化，包括渔船以及渔

业劳动力；避免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渔业资源遭受新的劫掠；使生产者自发改变生产行为以

提高上市水产品的安全程度等，这些都是政府在采取上述措施后迫切需要执行的任务。另一

方面，水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也对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市场体

系应该能够使水产品的价格真正反映其内在的价值。需要实施严格和精确的安全等级和标签

制度，使消费者能够识别水产品的安全状况以及营养状况，这样就可以避免市场交易中的信

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优质水产品的消费。 


